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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价值诉求在现代中国的转型

□李明宇 李 丽
（江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科学”一词引入中国之初，就被视为一种价值体系，被赋予价值维度的理解。在“科学救国——科学兴

国——科学发展”的转换过程中，“科学”更多地承载了立国、兴国、强国的使命，展示出其价值诉求的转型历程。

这种价值维度的梳理为当前科学发展道路的理念确立和价值选择提供了历史的和逻辑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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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到一个非常关
键的时期，探索科学发展的道路和模式是当下
紧迫的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非常
有必要回到问题原初，追溯“科学”概念在中国
发展的意涵转换及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
进程中的作用。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从“科学”一词引入中国到当前把“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根本任务，中国经历了“科
学救国——科学兴国——科学发展”的百年历
史进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虽然“科
学”作为一种观念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
实证化理解的阶段，也表现了与西方人对科学
的实证化理解相似的思维路径，但是总的来
说，无论国人把科学视为知识还是方法，抑或
是某种认识的原则，实际上近代国人对科学进
行实证化理解一开始就仅仅是其对科学的价
值化理解的前提而已。“科学”对于中国人来
说，更多是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被视为是救
国、兴国、强国的灵丹妙药。它更多地承载了
立国、兴国、强国的使命，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强
烈的价值诉求。

一、科学救国中“科学”的价值诉求：立国

使命

在“救亡保种”的社会背景下，从林则徐到
陈独秀，从洋务派到民主派，许多先进的国人

开始有意识地学习西学，他们设计了多种引入
西学的方案，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
经历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取舍，逐渐完成了
一个对西学逐步认同与推崇的过程。

维新思想家是在形上层面接受科学的典
型。科学经验原则和逻辑原则被泛化，自然科
学的价值和方法进入其他社会领域。在新文
化运动，尤其是“科玄论战”中，科学的观念作
为中国现代化的范型已逐步深入人心，国人对
科学的价值诉求的倾向已经展现得非常明显
了。随后，科学观念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背景
下发生了实践转向，并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
得胜利的文化纲领中重要的元素，在立国使命
完成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这
个过程中，科学以“新文化”的面孔出现，侵入
到了精神层次和心理领域，成为国人解放思
想、追求新知的精神武器。

在维新思想家那里，科学就是他们孜孜以
求的价值体系和理性精神，是救亡图存的重要
突破口。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
人逐渐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应该仅仅
借鉴西方科学技术的器物层面，还应该从科学
技术的文化深处寻求原因。因此，一批先进的
知识分子开始结合民族需要，从形而上的层面
理解西方科学，维新思想家严复和康有为就是
最初把科学作为一个价值体系加以接受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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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代表。在严复看来，“自然公例，即道家所谓
道，儒先所谓理”[1]，公例（规律）已经被视为

“道”、“理”，具有了一般性的普遍意义了。在
严复眼中，“科学”就是一个通过归纳法实现
的，以“修齐治平”为指向的价值体系。科学方
法的价值指归恰恰是通过归纳法与形而上学
的内在沟通实现的。康有为指出，“科学实为
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者
也”[2]。在这样“物质救国”的基础上把对科学
的认识不断引向深化，遵循着“以几何著《人类
公理》”的宗旨，把几何学的演绎方法运用到了
个体行为和人际关系方面的社会科学研究上，
并依此构筑了大同社会的美妙蓝图。在维新
思想家梁启超和谭嗣同那里也表现出了对科
学浓重的价值诉求。对此，笔者在另一篇论文
《维新思潮中科学的形上意蕴》中也强调指出：
“梁启超把科学方法作为道德实践和民族精神
来看待。而谭嗣同的仁学体系力图将西方近
代的科学理性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实学精神统
一起来，实际上是把科学作为一种信仰加以接
受的。”[3]并在该文的结尾总结指出，“尽管不同
的思想家由于各自的经历和思维展开方式的
差异，致使他们对科学形上理解的具体情形和
展开构建现代性方案的角度、方式等有不同程
度的差异，但是他们诉诸于西方科学方法和科
学理性精神来寻求现代中国发展方略的路数
却是一致的”[3]。在这里，笔者一再坚持认为，
维新思想家恰恰是在形上之维接受“科学”的，
展示了对科学的超越了实证层面的价值诉求。

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一起被视为是
新的价值权威和新社会的理想，获得了普遍的
价值认同。“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
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切黑暗，若因为拥
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
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4]。尤其是在“科
玄论战”中，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
学派与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玄学派就

“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
论战。尽管“在科学与人生观之间有着极其深
刻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是内在的，而不是外
在的，因为科学文化和科学生活本身就蕴涵着
一种人生观”[5]。论战后期，由于陈独秀、瞿秋白
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参与，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派

结盟，致使科学派最终战胜了玄学派，确立了科
学的价值权威。正如胡适当初所断定的，“近三
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
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
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
度，那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
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
可以说，自从中国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
为新人物的人敢公开诽谤‘科学’的”[6]。这个价
值权威在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保持着它的尊
尚地位，不仅在五四时期如此，后来也是长期延
续。比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开
幕词中开宗明义：“科学社宗旨，自在发达科学
于吾国。科学之功用，非仅在富国强兵及其他
物质上幸福之增进而已，而于知识界精神界尤
有重要之关系”[7]。这样的界定突破了康有为

“物质救国”的局限，把科学的精神放在了亟待
培育的地位上，完善了“科学救国”内涵。可以
说，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时期，虽然也出现了包括
中国科学社在内的一些组织化的团体，显示了
体制化发展的苗头，但实际上“科学”观念的发
展与实际的科学研究活动并没有体现出内在的
联系。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科学”几乎是完
全架构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之上，它扮演的是
最高意义上的救亡之神，并由此发展成为一种
独断和价值权威。

到了30年代，“科学”观念发生了实践性
的转向，逐渐地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潮转
化为实践行动，即从观念之域转入了生活之
域，展示出了强化的趋势。这种转向是在中国
科学化运动和新启蒙运动中体现出来的。中
国科学化运动和新启蒙运动是中国的有识之
士为了复兴中华民族而发起的期冀通过发展
科学的途径来拯救国家的文化运动。当时的
一批科学家、人文学者和教育家企图通过这样
的文化运动来让科学掌握大众，利用科学的文
化方式来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实现民族复兴。
但是，同样是作为文化运动，中国科学化运动
和新启蒙运动的社会效果却存在很大的区
别。虽然中国科学化运动取得了一些实际的
效果，但是由于其支持者国民党政府在弘扬

“赛先生”的同时，忽略了“德先生”，因此很快
走向颓势。相反，多数左翼知识分子高扬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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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主两面旗帜，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
想，发动新启蒙运动，倡导新民主主义，强调新
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的”文化，得到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民
众的支持和拥护，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完
成了民族复兴的大业。至此，科学的价值诉求
——立国使命完成了。

二、科学兴国中“科学”的价值诉求：兴国

使命

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在旧社会的历史条件
下面临着重重困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统
一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从
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近代中国动
荡不安、战乱频繁，无法为科学发展提供一个良
好的政治氛围与社会环境。近代科学的自下而
上、盲目、分散，导致它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更不可能与国家的实际建设相结合。直到新中
国的成立，结束了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
迫害，这一巨变为我国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条件和动力。中国科学正是在这一新的
历史环境中踏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
后，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在新形势下转变为谋
求社会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虽然国内鲜见对

“科学”的理论宣传，但实际上，“科学兴国”的信
念一直蕴涵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中，科
学的强大力量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针对我国工业生产
和科技薄弱的现状，第一代领导集体围绕着经
济复苏和生产重建这一中心任务，确立了发展
科技的主导思想，并制定了具体而详实的规
划，喊出了“向科学大进军”的口号，这里仍然
寄托着国人对科学的价值期求。随后的科技

“大跃进”则使人们陷入一种对科学技术的狂
热状态中，显示了“科学救国”观念下人们对科
学价值的真诚体认在新环境下的延续。科技

“大跃进”的危害性又使人们意识到纠偏的必
要，于是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在“文革”时
期，科学的价值追求淹没在以文化革命为动因
的政治革命的漩涡之中。在狂热的政治浪潮
中，自然科学家遭到批判和迫害，基础理论研
究弱化，科学研究的热情遭到压制。

“文革”过后，文化界和思想界展开了关于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引发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带来了科学的春天。“科教兴国”作为基本国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了确定无疑的信
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既是邓
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力学说的创造性发
展，也是邓小平科技战略思想的精髓与核心。
他一再强调，科学技术不仅在生产力诸要素中
起着第一位的作用，而且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
发展进程中也起着第一位的变革作用。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论述了这一观点，他说：

“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
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
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
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
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8]这一划时代的科学论
断，既是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功能的科学概括
和理论深化，又凸显了科学技术在我国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核心战略地位。在经济中
心的标杆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尊重人才成了
普遍的共识。人们逐渐认识到，科技要进步，创
新是关键。科技创新能够证明一个民族的能
力，是一个国家立于世界不败之林的重要标
志。因此，科技问题本质上是知识问题和人才
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尊重人才、重视教
育，引发了“科教兴国”基本国策的确立。江泽
民明确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
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
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
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
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9]这里虽然不乏对
科学技术的理性思考，但是实际上科学仍然被
视为实效性和真理性的标签，甚至一度出现了
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的局面。在对科学价
值强烈期求的心理态势下，人们对科学技术少
有反思。这一时期出现了科学与人文发展的某
种程度上的疏离，人们在追求科学价值的同时
不经意间失落了人文精神。令人欣慰的是，随
后不久，这种疏离就引起了国人的重视，开始了
审慎的思考和反思，并结出了新的硕果，科学发
展观就是这种硕果的体现。新中国的“科学”发
展理念走向了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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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发展中“科学”的价值诉求：强国

使命

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新起点上，面对国内
外各领域的新形势新特点，我国科技事业的出
场语境和价值诉求必然会发生巨大的转变。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标，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
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
生活更加殷实，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0]。可见，单纯的经济
指标已经无法满足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新需要，我们所要达成的是一个“不仅国富、
而且民强”，即国民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
理想型社会。它不仅需要高度发达的科学技
术作为支撑和动力，而且需要铸造一种新型的
具有科学素养的“人”作为它的终极体现。为
了实现这一美好愿景，在科学发展问题上，我
们必须提出新的战略思考。我们只有坚持科
学发展的本质意义，准确认识和把握科学发展
的价值本质、特征、目标和原则，才能更加科
学、更加理性地把握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新形势和新诉求，走出一条以人的发展为核
心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新路。在这种
情境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科学发展道路
顺势而生。

所谓科学发展，首先是观念转型。针对社
会发展实际、结合改革开放和国外经验总结出
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这种观念转型的成果。科学
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
的全面发展”；基本要求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
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科学发展
观以社会主义又好又快发展为思路，以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价值规定，以人的终极关
怀为最终诉求，在实践基础上将真理原则与价
值原则紧密地结合起来。这种“好中求快”的精
神实质既继承与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
理论，又满足了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现代化建
设的实践需要，把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目
标与手段、真理与价值等原则都辩证地统一了
起来，体现出深厚而长远的价值意蕴。

作为“发展观”的限定词，“科学”表征以
人为核心的自然、人、社会和谐统一的发展状
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观是中国人对科学理解视角的全新转换。科
学发展观中的“科学”展现了更适合的人的发
展信念和目标以及全面统筹的运筹方法。“科
学”的独断被打破，它已经被视为是自然、人、
社会和谐发展的“均衡器”。科学技术的价值
仍然被肯定，但是发展科技的准则和方式均
发生了质的转变。在发展科技的同时，必须
把它放在自然环境的大背景中，考虑整个人
类的生存质量和延续性，高度关注人文关怀，
深刻认识到科学的人文本性，把民生幸福看
作是比科技发展、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事
情。在此，科学作为人的创造活动决不是与
人无涉的纯粹的自然学科，它必然与“人”这
一主体的形态紧密关联，历史上任何科学的
图景都来自于人的投影。正如孟建伟教授所
言：“科学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技术价
值，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
反之，人文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
价值，而且也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技术价
值，因而在科学的价值与人文的价值之间并
不存在明确的界线。”[11]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
科学发展范式把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有机统
一起来，将“以人为本”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
的坚实基础上，既着眼于人的现实物质需求，
又着眼于人民素养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
体现了服务于人的深切人文关怀。在科学发
展观的指导下，人们开始突破过去对科学的
片面化理解，在重视科学工具理性的同时，将

“人”的终极关怀，人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放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逐渐认识到
真正的科学应当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
会科学紧密联系且全面发展的科学；应当是
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三者辩证统
一的综合体系。所以，我们在科学发展中应
当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和“全面、协
调、可持续”的价值标准，促进我国科学朝着
更加理性、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

在这里，“科学”包含了中国近百年发展的
科学观念的反思，体现出了更深刻的人文性和
系统性，表明了我们对“发展”的理性认识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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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体认。在“科学”这个具有人文性和系统性
的全局性战略思想中，承载着强国使命的价值
诉求，体现着科学理念与价值诉求的统一。恰
恰是由于发展的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相结合，
才使得科学发展观凝练了发展的科学性，凸现
了发展的价值性，恰到好处地完善了发展的思
想。以尊重人的价值为核心，以全面发展、协
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标志的科学发展，作为
一种新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实现社会和谐发
展的强国之梦的必要手段。当前，我们已经把
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转换为以创新为核心、以
协调为内在要求、以绿色为必要条件、以开放
为应然选择、以共享为必然结果的发展理念，
并把它们贯彻和融入到我们的各大方针和政
策之中。在这里，“科学”发展观念的价值指向
恰恰是社会和谐、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科学”
正是通过凸显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理念
和行动的体系在一步步实现它的强国使命。

四、结语

从历史和逻辑的双重意义上看，科学在中
国的本土化进程都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实
践过程。相应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视角也
必然是一个不断成熟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科学价值诉求的现代转型是对“科学”概
念的理解从知识论走向文化论，从片面理解走
向全面理解的过程。随着时代背景转换和文
化变迁，国人对“科学”的认识一步步深入和拓

展，逐步趋向对“科学”的理解从“小哲学”向
“大哲学”的转换。这种转换与中国由独立走
向富强的历史进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
内在关联包含了当前科学发展的价值选择的
历史依据和逻辑依据。依照这个逻辑线索，我
们找到了走科学发展道路的方向指导，更加坚
定了走科学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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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eginning of its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the term“science”was seen as a kind of value system with the under⁃
standing of value dimensio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of the slogan ideas from“saving our country/China through science”to“(re)in⁃
vigorating our country/China through science”and“developing science (for our country/China)”, in which the“science”has been in⁃
vested more with its missions of building up, (re)invigorating and strengthening our country/China, shows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its value appeal. This review from value dimension could provide historical and logical evidence for present establishment of the
idea of the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s well as its value selection.

Key words science; value appeal; saving our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invigorating our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developing science for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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